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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最近 20 年中国地区金融扩张速度很快，且城市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等地方金

融机构纷纷成立，政府干预是影响金融扩张和金融机构运行的重要因素。在本文我们综述了

影响政府干预金融的主要动机和后果。在中国式的分权权威制之下，地方政府对地区金融扩

张和地方性金融机构的干预是我们理解中国金融发展的重要视角。地方政府和官员围绕经济

增长开展的政治锦标赛，财政分权改革导致的地方财政资源不足，以及地方政府的金融干预

之手与中央政府的金融监管之手的互动，是理解地方政府对辖区金融干预的重要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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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干预视角下的地方金融：一个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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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最近 20 年中国地区金融扩张速度很快，且城市商业银行、村镇银行等地方金

融机构纷纷成立，政府干预是影响金融扩张和金融机构运行的重要因素。在本文我们综述了

影响政府干预金融的主要动机和后果。在中国式的分权权威制之下，地方政府对地区金融扩

张和地方性金融机构的干预是我们理解中国金融发展的重要视角。地方政府和官员围绕经济

增长开展的政治锦标赛，财政分权改革导致的地方财政资源不足，以及地方政府的金融干预

之手与中央政府的金融监管之手的互动，是理解地方政府对辖区金融干预的重要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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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金融中介扩张的速度非常引人瞩目，金融规模随着实体经济的增长不断扩

大。至 2015 年年末，经济中的广义货币存量（M2）达到 139.23 万亿元，是 1995 年的 23

倍；金融机构各项人民币存款和贷款余额分别达到 139.8 万亿元和 99.4 万亿元，是 1995 年

的26倍和19.7倍。以M2/GDP衡量的中国货币化率从1990年的82％增加到2000年的136％，

再增加到 2015 年的 206％，远高于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水平①。 

金融深化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早在二十世纪初，Schumpter（1911）就对金

融发展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认为金融中介的发展为企业家借贷创造了更多便利，从而可以

促进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后来文献的继承（McKinnon，1973；Guiso et 

al.，2002）。金融发展水平由此被 King and Levine（1993）称为一个未来经济增长、资本积

累和技术变化的指示器。当金融融资更加便捷时，人们创造财富就主要依靠新的技能、创新

思维以及更加努力工作，而不是依赖已有的财富（Rajan and Zingales，2003）。因此研究金

融扩张和金融深化的决定和影响因素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②。 

认识到金融发展的重要性之后，我们就会自然注意到各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存在

巨大差异。美国、英国等国的金融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发达国家，更高于发展中国家。同

时，中国不同地区之间金融发展的不平衡状况也非常突出，地区金融发展表现出典型的“二

元”特征。金融中介主要集中于东部发达地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金融发展则较为缓慢，金

融机构的数量和规模也明显偏低。例如，2012 年年末，广东、北京、江苏、上海、浙江和

山东六省市银行业资产总额占到全国的 49.4%③。 

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金融体系发展本身的区域差异呢？为什么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国

家（或者一国内的不同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却可能出现很大的差异？从 1990 年代末开始，

理论界围绕不同国家金融发展水平差异的内在原因，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并且从经济学、法

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不同角度出发进行了阐述，也基于国别数据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例如法律方面（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 和 Vishny 等，1997，1998，2000）、社

会规范方面（Coffee，2001）、文化和宗教方面（Stulz and Williamson，2003），等等④。很显

                                                             
① 原始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和中国人民银行，作者计算得出。 
② 当然，也有 Lucas（1988）等人认为经济学家们过分强调了金融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他们认为，经

济发展会创造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这种需求导致金融部门的发展，因此是经济增长带动金融发展，而不是

相反。显然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 
③ 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2012 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 
④ 参见郑志刚（2007）对金融发展决定因素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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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这些因素之外，政府和官员在影响一国和一地区金融发展上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

本文，我们就主要关注政治干预对金融发展影响的文献，特别是地方政府的政治干预对地区

金融扩张和地方金融机构的影响。在中国式的分权威权制（Regionall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 System）之下（Xu，2011），地方政府对地区金融扩张和地方金融机构经营的

干预是我们理解中国金融发展模式的重要基础。地方政府和官员围绕经济增长开展的政治锦

标赛、财政分权改革导致的地方财政资源不足，以及地方的金融干预之手与中央的金融监管

之手的互动，则是理解地方政府对辖区金融干预的重要视角和逻辑路径。 

 

二、政府干预金融的动机和后果 

在全球大多数国家中，政府对金融机构，特别是对银行的控制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La 

Porta et al.，2002)。20世纪60-70年代，亚洲、非洲和拉美的众多国家都推动了本国银行的国

有化改革，发达国家的银行业也受到一定的影响。至20世纪70年代末，在发达国家，政府持

有40%的国内最大银行资产，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则高达65%（Yeyati et al., 2007）。尽

管经历了上世纪80-9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政府对银行的所有权在世界范围内依然普遍存在，

根据World Bank（2001）的统计，在20世纪90年代，全世界40%的银行资产由政府所控制，

而在前社会主义等转轨国家当中，这一比例更高。并且，政府对银行的控制可能会长期存在，

因为在全球范围内，银行的私有化还非常少见（Megginson and Netter，2001）。并且，在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对银行的控制甚至又进一步增强。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冰岛

政府将该国的五家最大私有银行全部国有化，2008年，英国也对该国部分银行实行了国有化，

其他多个国家也有类似举动。 

对于政府干预金融的后果，不同的文献得到了不同的结论。Mian（2003）基于100多个

新兴经济体商业银行的分析，发现政府银行运行效率低于私人银行。Iannotta et al.（2007）

基于更大的样本，同样发现相对于私人银行，政府银行利润率更低，贷款质量更差，破产风

险更高。Cornett et al.（2008）对16个远东国家1989-1998年的样本进行了研究，发现国有银

行的资本充足率、流动性和管理效率都较低，信用风险则较高，而其盈利能力则显著低于私

有银行。Baum et al.（2010）基于土耳其银行业的研究也发现了相似的结论。Shen and Lin

（2012）基于较近时期（2003-2007年）的跨国样本，也同样发现政治干预导致政府控制的

银行比私人银行效率更低。 

当然，也有文献发现了相反证据。例如Detragiache et al.（2005）对低收入国家样本进

行的研究表明，政府掌握银行的所有权有助于提高银行的经营效率。Shen et al. (2014)更细

致的讨论则发现并不是所有政府控制的银行的运行效率都比私人银行差，在他们的分类当

中，只有因为政治原因收购破产银行的政府银行，运行效率才低，而那些收购正常银行，或

者没有收购其他银行的国有银行，运行效率并不低。一些基于国别的研究，也发现国有银行

效率更高，例如德国（Altunbas et al.，2001）、印度（Bhattacharyya et al.，1997；Shanmugamn 

and Das，2004)、俄罗斯（Karas et al.，2010），等等。 

而对于政府控制银行的宏观后果，Barth et al. （2000）利用全球 66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

发现国有银行比重越高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就会越差。Barth et al.（2004）使用全球 107 个

国家的数据，同样发现银行的政府所有权与银行行业发展呈显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尽管当

考虑到不同监管环境的影响时，这一结果就变得不再稳健，但没有什么证据表明政府拥有银

行的所有权，有什么积极效应。La Porta et al.（2002）发现政府控制银行不利于一国的经济

增长。Berger et al. (2004) 也发现在发展中国家，政府拥有银行的所有权对经济增长有显著

的抑制作用。Beck and Levine（2002）也没有发现政府控制银行会对经济增长有任何正面效

应。此外，还有文献认为政府控制银行不仅阻碍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更严重的是导致更高

的金融危机发生概率（Caprio and Peria，2000）。不过，Micco and Panizza（2006）却发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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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控制的银行比私人银行的信贷投放遭受宏观经济冲击的程度更低。La Porta et al.（2002）

发现虽然政府控制银行不利于金融深化和经济增长，但却使得金融体系更加稳定。当然，也

有文献认为政府控制有利于经济增长，例如Andrianova et al. (2009) 使用1995- 2007 年的跨

国样本，发现即使考虑到制度环境的影响，政府对银行的所有权比例越高，长期经济增长的

速度也会越快。 

不同文献得到不同结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同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太

大，而政府是否控制银行，及其影响的后果均依赖于该国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例如，

Micco et al.（2007）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银行比私人银行利润率更低，成本更高，而

发达国家这一关系并不明显。Levy-Yeyati et al.（2004）仔细考察了现有文献后指出，很难

利用跨国样本检验出政府银行的行为究竟反映了政府的什么目的。Körner and Schnabel

（2011）也认为政府控制银行的后果要看具体的制度背景。 

事实上，对政府控制银行影响的准确评估，首先要梳理清楚政府控制银行的主要动机。

在这一方面，目前文献主要有两个观点，即发展观和政治观（La Porta et al.，2002）。支持

政府对银行控制的“发展观”认为，政府控制银行所有权有助于弥补私人银行的市场失灵，

满足社会公共性质的目的（Stiglitz and Weiss，1981；Greenwald and Stiglitz，1986)。实际上

这些观点还可以追溯到Lewis（1950）、Gerashchenko（1962）等早期发展经济学家。这种观

点认为私人银行可能无法满足那些社会回报高，但私人回报低的领域的投资（Stiglitz, 1993）。

假如市场发生失灵，政治家需要救助，此时政治家更喜欢依赖政府银行，而不是私人银行

（Hainz and Hakenes，2007)。 

然而，政府特别是控制政府的政治家，并不一定将其控制的银行用于满足社会公共利益，

而可能用于实现其政治目的。这种“政治观”也得到了众多文献的重视（如Kornai，1979；

Shleifer and Vishny，1994；Shleifer，1998）。并且，由于银行的经营信息具有更为严重的不

对称特征，政治家隐藏信贷行为背后的政治动机就更加容易，因此，政府对银行的干预较普

通企业可能更为严重（Dinc，2005）。例如，来自巴基斯坦的证据表明，有政治关联的企业

从政府银行中获得了更多的贷款，支付更低的利率，且有更高的违约率（Khwaja and Mian，

2005）。 

如果要更深刻地理解政府控制金融机构的动机和后果，不仅需要基于政府整体层面的考

虑，还应该将研究视角从政府层面深入到官员层面。因为作为一个集体组织，政府是由一个

个官员所组成，政府行为实际上是官员行为“汇总”后的结果，政府的决策事实上就是政府

主要官员的决策（杨其静和聂辉华，2008；周黎安，2008；钱先航等，2011）。但是如何设

定官员的目标函数，历来是经济学争论的焦点。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地方政府并不是

中性的，地方官员也是理性的经济人，也追求自己现实的经济利益（Brennan and Buchanan，

1980；Buchanan，1995；杨其静和聂辉华，2008）。 

在研究政府官员对银行干预的文献当中，有多篇论文运用民主国家的周期性选举作为政

府官员干预银行的度量指标，基于不同的情形设计，考察政治选举年份（周期），银行信贷

的变动。Dinc（2005）基于跨国大样本分析，发现在选举年份，相对于私人银行，政府银行

投放了更多的信贷。而Brown and Dinç（2005）则发现在选举年份之前，银行被吊销营业执

照或被兼并的可能性更低。Cole（2009）基于印度的研究发现，银行农业信贷在选举年份会

高出5-10%。Englmaier and Stowasser（2014）基于德国地方选举周期，也发现了这种信贷投

放的政治周期现象。不过，Chen and Liu（2013）在对台湾地方银行的研究中，则发现台湾

的私人银行在选举年份收益率和贷款增速，比政府银行和外资银行更高。不过，Baum et al. 

(2010)对土耳其银行业的研究，却没有发现国会选举对政府银行与私人银行或外资银行有不

同的影响。 

如同其他转轨国家一样（Vernikov, 2011；Jackowicz et al.，2013），中国政府在银行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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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地位也非常突出。Jia（2009）发现中国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比国有商业银行经营更精

明，但改革后的国有商业银行也进步明显。李青原等（2013）的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对金融体

系的干预会妨碍其对地区实体经济资本配置效率改善功能的有效发挥。然而，赵昌文等

（2009）发现在中国商业银行当中，政府持股比例与银行业绩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

系，既不单纯支持政府股东的“发展观”，也不单纯支持政府股东的“政治观”。政府与市场

的关系必须置于经济发展的“连续变化谱”中予以动态考虑。在实践中，政府和市场之间的

有效边界不仅随着经济发展的客观进程而持续变迁，同时也随不同国家和经济体的“国家禀

赋”特征而呈现出显著差异（马勇和陈雨露，2014）。与众多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政治制

度有其特殊性，Xu（2011）将之描述为“分权威权制”，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

色。因此探讨中国政府和银行关系的文献，往往集中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官员对辖区银行的

干预。 

 

三、理解地方政府金融干预的逻辑 

（一） 政府间竞争机制 

地方政府围绕金融资源开展激烈竞争的重要背景是中国的官员考核机制导致地方政府

和官员围绕经济增长开展激烈竞争。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开始致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因此，地方官员的考核、晋升标准也由过去的政治思想表现为主转

变为经济绩效为主，形成了到目前仍很流行的政绩观。在政治集权和自上而下的官员任命和

考核中，上一级政府会根据下一级官员在任职期间的经济绩效作为依据，选拔有能力的官员。

因此，在这一政绩观之下，地方官员为了获得政治晋升，就会致力于推动辖区的经济增长（Li 

and Zhou，2005：Xu，2011）。对于这种政治晋升激励模式，周黎安（2004，2007）概括为

“晋升锦标赛”；张军（2005，2007）概括为“为增长而竞争”；王贤彬和徐现祥（2008）则

概括为“经济增长市场论”，其实这三种表述的内在逻辑都是一致的。 

在相对绩效标尺下为发展辖区经济进行竞争，地方政府必然有动力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

资源，与竞争对手开展竞争，从而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存在策略互动。为促进经济增长而出现

的地区间竞争，现有文献已经强调了税收（郭杰和李涛，2009）、财政支出（李涛和周业安，

2009；Caldeira，2012）、基本建设支出（尹恒和徐琰超，2011）、教育支出（周亚虹等，2013），

以及制度环境（汪伟等，2013）等。然而，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另一个重要资源——金融资

源的争夺上，却关注较少。 

根据这一逻辑，官员围绕政治晋升开展的竞争，就主要表现为围绕政绩间的竞争，而政

绩竞争又主要落脚到围绕经济增长开展的竞争。同时，考虑到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具有更

为直接的作用，围绕经济增长的竞争就又表现为围绕投资的竞争，而围绕投资的竞争最终又

要靠来自金融资源的支持，因此这必然激起了地方政府干预辖区金融机构，或建立地方金融

机构的积极性（巴曙松等，2005；钱先航等，2011；李维安和钱先航，2012；纪志宏等，2014）。

因而，地区间围绕发展和壮大金融机构开展竞争，将导致地区间金融扩张出现正相关关系（郭

峰和胡军，2016），以及相邻地区在地方金融机构设立上存在攀比效应（郭峰，2014）。 

从具体机制而言，在“晋升锦标赛”压力下，为增加地方投资，地方政府会努力打通各

种融资渠道。例如，地方政府会通过出让国有土地的使用权进行融资，或者以国有土地使用

权为抵押，为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等融资。总之，地方政府既可以通过对银行施加压力要求其

向辖区内的企业发放贷款，也可以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向银行大量贷款。2008 年金融危机爆

发以来，地方政府为了稳定经济增长，纷纷通过地方融资平台大量借贷，其中来自银行的贷

款就占据了很大份额（刘煜辉和沈可挺，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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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金融财政化机制 

地方政府自身的财政状况也是理解地方政府干预辖区金融扩张的另一个重要视角。各地

地方政府为了实现投资增长，一方面依赖于地方财政投入，另一方面则依赖于金融资源的投

入。从 1980 年代开始，中国实行“分权让利”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财政分权改革下，地

方政府获得了财政剩余所有权。这为地方政府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市场化的激励，这种

分权方式被概括为“市场维护型的财政联邦主义”，并被认为是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关键保

障（Weingast，1995；Qian and Weingast，1997）。不过，在不同阶段，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

的具体安排也不尽相同。1994 年之前，中国的财政分权体制主要表现为财政包干，即中央

和地方财政上“分灶吃饭”。但是，在实行财政包干的十几年中，财政收入分配上越来越有

利于地方，而不利于中央，导致全国财政收入中的中央财政收入比重从改革开放之前的近

100％下降到 1993 年的约 40％。强化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是 1994 年分税制改革的直接动机。 

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对中国财政分权进行了制度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收入和支

出有了明确的分配规则。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分配格局在分税制改革之后发生逆

转，中央财政收入占比大幅上升，但支出分配格局却未发生明显变化，因此分税制改革虽然

增强了中央财力，但却削弱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能力（张军，2007）。赵文哲等（2010）

统计了 1980-2006 年中国省级地方政府的赤字规模，发现在“分税制”改革之前，地方政府

的预算基本持平；而在“分税制”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和赤字规模持续升高，

到 2006 年地方政府财政赤字的名义值已经高达 12127.75 亿元。而省以下基层政府的财政缺

口更大（贾康和阎坤，2005）。财政资源的不足，必然迫使地方政府寻找其他可替代资源，

如金融资源。谢平和徐忠（2006）对贵州地区的调研就发现，如果公共财政资源缺位，为了

扶持农业部门发展，农村金融机构（主要是农村信用合作社）就会承担部分财政职能。 

由于银行信贷与政府支出和投资的高度互补性，因此有文献发现分税制改革加大了地方

政府对辖区内银行系统贷款决策与贷款行为的干预（张军和金煜，2005；姚耀军和彭璐，

2013）。不过，虽然地方政府财政自主能力影响地区金融扩张的机制较为清晰，但并不代表

现实表现就如此简单。首先，根据大量跨国文献的研究，一国财政赤字的扩张，对该国金融

扩张的影响在实证上仍是不确定的。例如，Ismihan and Ozkan（2012）的理论模型表明如果

一国政府成为国内信贷市场的主要借款人，那么公共部门债务的增加会挤出私人部门所能获

得的信贷，从而不利于金融业的发展。Hauner （2008，2009）实证上的结论也与此一致。

在国内文献中，姚耀军和彭璐（2013）发现地方政府财政赤字显著刺激了地区银行信贷扩张，

特别是地方金融机构的信贷扩张。但方文全（2011）又发现财政赤字与银行部门信贷扩张负

相关，而财政收入分权与地方金融扩张没有显著相关关系。此外，豆晓利和王文剑（2011）

认为，财政自给率高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而财政自给率较低的西部地区，金

融发展水平也相对较为落后。祝继高等（2014）发现省级地方政府财政压力是影响城商行信

贷资源配置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省级政府财政压力越大，省内城商行投向地方国有经济

部门的贷款比例越高，同时这些贷款也有更高的不良贷款率和更差的会计业绩。 

实证证据上的不确定性跟地方政府财政自主能力在影响地区金融扩张时存在的内生性

问题有关。首先，分权理论文献没有提供最优的度量指标，而是仅仅指出分权程度可以从“收

入”、“支出”及“财政自主度”等角度加以度量，然而，不同的分权指标背后实际上代表着

不同的经济机制（陈硕和高琳，2012；徐永胜和乔宝云，2012）。并且，虽然分税制是中央

制定的政策，地方政府只能遵从，但无论是财政收入还是财政支出，地方政府都有很大的自

由裁量权，也与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密切相关，从而财政分权具有较大的内生性。例如，

经济越落后的地区，可能越依赖于上级的财政转移支付，财政自主度不足，而同时经济越落

后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也可能越低，从而可能形成财政自主度与金融发展水平正相关的“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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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郭峰（2015a）利用农村税费改革分批分次推动的“自然试验”作为县市政府财政自主

度的工具变量，发现县市政府财政自主度越低，当地金融扩张越高。 

（三）央地互动机制 

我们将地方政府的财政资源和金融资源的互动概况为金融财政化机制，但实际上，这也

涉及到了央地关系，特别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作为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对

地方政府债务的隐形兜底，放大了地方政府负债的激励（钟辉勇和陆铭，2015），自然也就

刺激了地方金融的扩张。然而，在央地财政关系之外，欲完整理解中国金融发展的模式，我

们还要关注中央政府的金融监管之手与地方政府金融干预之手的互动。例如，地方官员在晋

升激励下，会刺激城商行加大信贷投放（钱先航等，2011；纪志宏等，2014）。有研究显示，

随着官员任期的增加，城商行信贷投放也更多（钱先航，2012）。然而，城商行 2003-2013

年贷款资产比表现为下降趋势（刘冲等，2015）。这表明仅仅考察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机构

的干预，在理解地方金融机构行为上是不够的，还应该同时考虑中央政府对地方金融机构的

监管之手。 

银行监管的必要性来源于多个方面（江春和许立成，2005；类承曜，2007；谢平和邹传

伟，2010），比如保护存款人、规范银行经营行为的微观审慎监管目的（Dewatripont and Tirole，

1994），以及防范银行经营的高杠杆、高传染性特征导致银行体系不稳定时出现宏观经济风

险的宏观谨慎性监管目的（Borio，2003；Barth and Levine，2004；White，2006，李妍，2009），

等等。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另一个重要使命就是防范地方政府对辖区金融机构的过度干预，

因为中国金融运行风险的一个重要诱因就是地方政府对辖区金融机构的干预。例如谭劲松等

（2012）发现中国银行不良贷款等经营风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方政府对辖区银行的干

预。此外，与美国等联邦国家的部分金融业态施行中央（联邦）政府和地方（州）政府双层

监管体系不同（Agarwal et al.，2014），中国主要金融机构的监管系统施行垂直化管理，人

财物均不受地方节制。根据 Agarwal et al.（2014）的研究，地方政府监管者会倾向于给地方

金融机构更高评级，因为其更关心本地区经济增长。然而地方监管者高估本地金融机构评级

的行为也产生了严重后果，由于地方金融机构评级未能反应其经营状况，因而地方监管者对

问题金融机构的治理措施不及时，使得辖区金融机构破产率更高。中国集权式金融监管模式

通过对监管部门的垂直化管理以及监管官员的异地交流、任期等治理制度，起到防范监管官

员被地方俘获的风险，有效激励监管官员恪尽职守，维护中央在货币政策和系统性、区域性

金融风险防范上的主导权。 

此外，对金融监管的研究还可以超越基于监管指标（如资本充足率）的分析，深入到监

管官员，因为作为中国政治体系的一员，监管官员也面临着和地方官员类似的晋升激励（和

压力）。刘冲等（2015）在统一的晋升激励框架下研究了代表地方干预力量的市委书记和代

表中央监管力量的银监局局长对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发现市委书记任期增长会刺激城商行

信贷扩张，而银监局局长任期的增长则会抑制城商行信贷扩张。同时，书记任期和局长任期

交互项的系数表明，局长任期的增长还会抑制书记任期对信贷扩张的刺激作用，形成了一种

权力制衡的效应。 

 

四、中国地方政府干预金融体系模式的变迁 

（一）干预国有金融机构的当地分支行 

在不同阶段，地方政府治理模式不同，金融改革也逐步推进，因此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

的干预也就表现出不同形式。在投融资体制改革之前，地方政府完全没有控制辖区金融机构

http://scholar.google.com.hk/citations?user=pTezCHwAAAAJ&hl=zh-CN&oi=sra
http://scholar.google.com.hk/citations?user=pTezCHwAAAAJ&hl=zh-CN&oi=s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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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激励，因为在集权经济体制下，财政资源远远比金融资源更重要。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中央财政能力不断下降，不能继续承担投资建设所需资金，

而地方政府在财政包干制下，也开始有意识地减少征税力度，使得基本建设投资体制不得不

进行由财政拨款转为银行贷款的“拨改贷”改革。而投融资体制改革之后，也使得地方政府

更加关注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而在当时，与其他国有企业一样，国有商业银行也仍是政

府的附属物，其贷款经营权仍根据行政区划等级按照省、地、县（市）等进行分权。这就给

地方政府可乘之机，促使其利用金融管理体制上的缺陷，直接通过行政干预，从国有金融机

构在当地分支行获得大量金融资源。在此一时期，银行产权虽然属于中央政府，但实际上的

使用权却很大程度上属于地方政府（巴曙松等，2005）。周立（2003）将此一阶段金融的这

一特征概括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 

然而，到 1990 年代，国有银行经营已经出现很大问题，甚至被认为技术上已经破产。

因此，中央政府启动了国有银行的财务重组计划，通过注入资本剥离不良贷款，改善了国有

银行的经营效率（谢识予和刘冲，2013）。并开始了银行系统的商业化改革，加强了国有商

业银行经营行为的商业化和风险控制。特别是在 1990 年代后期，国有商业银行体系进行了

垂直化管理体制改革。1998 年，为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

强了对金融资源管理和监管上的中央集权，例如取消中国人民银行地方分支机构的放款权、

设立跨行政区的大区分行、上收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信贷审批权，等等。通过系统调控，

使国有商业银行基层分支行的贷款权限与可用资金被大幅度上收，其原有的贷款发放与资金

调拨自主权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因此，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管理体制不断改革和内控体系

的不断完善，地方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当地分支行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就越来越小，迫使地方

政府开始谋求建立自己所能控制和干预的地方金融机构。 

（二） 构建地方金融体系 

在地方层面，最早成立的地方金融机构实际上并不是银行，而是非银行金融机构。1980

年在之前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经验基础上，中国人民银行系统试办信托业务，各地政

府也纷纷成立了信托公司或信托投资公司。1981 年-1984 年全国就成立了 13 个地方非银行

金融机构（李志辉，2008），其中主要就是信托公司，如上海信托、北京信托、天津信托等。 

在资本市场，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相当部分的证券公司，乃至证券交易所等，都是

地方政府主导成立的。1980 年代中期之后，各地纷纷设立地方证券交易中心和为公司发行

股票和路边证券交易大开绿灯。各省级政府基本上都成立了其主导的证券公司。1992 年，

上海和深圳地方政府就已经各自颁布和实施了规范本地股市运作的地方性法规，总体而言，

此一阶段的证券市场仍然是相对分割的（胡汝银等，2008）。 

尽管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期中央政府在金融领域有所退让，地方性的农村信用社、

城市信用社、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等纷纷成立，但地方银行的建立，才标志着中国地方金融

体系的构建达到一个新的水平。以 1986 年交通银行的重新组建为标志，开始建立了一批股

份制商业银行。而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设立就以地方政府为主导（李志辉，2008）。不过，

随着股份制银行逐渐市场化运作和跨区域经营，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地方金融机构还是城市商

业银行。 

早在 1980 年代开始，各地就纷纷鼓励成立各种类型的信用合作社，特别是城市信用合

作社。然而由于体制非常僵化，一部分城市信用社在经营中逐渐背离审慎经营的原则，并且

城市信用社还存在股权结构不合理、管理成本高、内控体制不健全等问题，因此经营风险日

益凸现，很快陷入僵局（苑小雪，1999）。为了化解和防范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进一步深

化金融体制改革，1995 年 9 月国务院决定在撤并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在 35 个大中城市分

期分批组建由地方财政投资入股并吸纳城市企业、居民参股的地方性质的城市合作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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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 6 月，城市合作银行的组建范围由 35 个大中城市进一步扩大到之外的 60 个地级城

市。1997 年 12 月，根据 95 个城市合作银行的组建进程，国务院又批准在东莞等 58 个地级

城市继续开展城市合作银行的组建工作①。根据当时国务院的正式文件，城商行成立后，主

要任务是“融通资金，为本地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城市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金融服务”（郭

峰，2015b）。然而，在政府主导背景下，城商行的经营行为受到了地方政府的严重干扰（巴

曙松等，2005；钱先航等，2011；李维安和钱先航，2012；纪志宏等，2014，祝继高等，2014）。

到 2013 年年底，中国已有城市商业银行 145 家②。 

最近几年，在农村金融机构改革上，除成立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银行外，还设

立了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地方金融机构（郭峰，2015a）。这些农村新型

金融机构的设立是为了弥补农村金融的短板。20 世纪 90 年代末，国有商业银行从农村地区

批量撤出之后，农村信用合作社就成为农村地区最主要的金融机构（刘民权等，2005）。但

是，虽然开展了多轮农信社改革，但农村地区金融短缺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谢平，

2001；刘民权等，2005；谢平等，2006）。并且，农村邮政储蓄的迅猛发展也加剧了农村金

融资源的外流（谢平和徐忠，2006）。国家鼓励成立以村镇银行为代表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就是在中国农村金融资源严重短缺的情况下，根据包容性金融或普惠性金融原理开展的重大

创举（Sarma and Pais，2011；郭峰，2014）。 

改革开放后逐渐成立的地方金融机构控制权多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例如，即便股份制

商业银行经营范围已经走向全国，股权有所分散，但部分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的人事任免权仍

主要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对于城商行，其本来就是由地方政府或地方国有企业所控股（李

维安和曹延求，2004；黄建军，2010）。并且，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机构的控制并不仅限于

占据控股权。很多情况下，地方政府虽然仅仅是辖区地方金融机构的小股东，却仍能有效控

制这些地方金融机构。例如，2013 年 1 月份，仅持有北京银行 8.84%股权的北京市国资委

就在部分董事反对的情况下，强行更换了该行监事长③。而农村地区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等传

统金融机构也就具有明显的官办色彩（陆磊，2003；张雪春，2006）。即便是村镇银行等新

兴农村金融机构，政府完全不参股，但其设立仍由地方政府所主导。一个直观例子就是在某

地村镇银行成立前，往往会成立以县市主要领导为负责人的“领导小组”、“协调小组”等来

主导村镇银行的筹备事宜④。甚至一些民营金融机构在实际运行中，也会受到地方政府的干

预。例如，虽然是民营银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仍被杭州市政府邀请参加所谓银企融资对接

会，以帮助当地企业解决融资问题⑤。 

（三）监管体制的相应变化 

在中国金融监管体制上，伴随着地方金融机构的纷纷设立，中央在金融监管体制上做出

了一系列调整，以制衡地方政府对辖区金融机构的干预和支配。早在 1990 年代中期之后，

中央就加强了金融监管上的中央集权。例如，资本市场方面，为了制约地方政府对证券公司，

乃至证券交易所的过度干扰，中央政府对资本市场监管力度越来越集中，最终在 1997 年正

式成立证监会，统一集中监管资本市场（胡汝银等，2008）。1998 年年底，中央对中国人民

银行管理体制实行改革，撤销省级分行，跨省设置九家分行。这一改革增加了中央银行在货

币政策上权威性，也增强中央政府在金融监管的集权性，有利于金融监管的统一和协调，摆

                                                             
① 1998 年 3 月 13 日，经国务院同意，人民银行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名发出通知，将城市合作银行统

一更名为城市商业银行。 
② 最近数年，城商行合并趋势明显，因此历史上累计成立的城商行要多于 145 家（郭峰，2015b）。 
③ 21 世纪经济报道，2013 年 1 月 16 日。 
④ 例如北京市房山区：http://www.bjfsh.gov.cn/zwgk/zfwj/95555.html。 
⑤ 中国金融网，2009 年 5 月 14 日。 

http://www.bjfsh.gov.cn/zwgk/zfwj/955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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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地方政府干预，在跨省范围内统一调度监管力量。 

对于本文主要综述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而言，其先后归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监会监管。

2003 年中国银监会成立，专司存款类金融机构监管。中国银监会主要职责是：审批银行业

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的设立、变更、终止及其业务范围，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实行现场和非

现场监管，依法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会同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提出存款类金

融机构紧急风险处置的意见和建议。2003 年银监会设立后，对银行监管效率不断提高。银

监会对银行的监管在两个方面约束了其信贷扩张能力，一是资本监管，既有研究表明资本监

管会迫使资本充足率较低的银行为了监管达标而减少信贷投放（黄宪等，2005；温信祥，2006；

赵锡军和王胜邦，2007；戴金平等，2008）；二是存贷比监管，通过限制银行贷款占存款的

比重来约束其信贷扩张①。 

不过，最近一些年，金融监管体制，特别是金融日常监管和风险处置的央地责任划分上

又面临一些难题。2000 年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金融管制的逐渐放松，我国金

融创新快速推进，涌现了诸如 P2P 网络借贷、股权众筹、金融交易所、股权投资基金、第

三方理财、融资担保、融资租赁、商业保理、典当、小额贷款等大量新兴金融业态。这些新

兴金融业态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金融支持，这些地方金融机构和新型金融机构

往往游离在现行金融管理体制边缘，风险频发，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也对地方金融经济乃

至社会稳定带来挑战。在最近十多年的实践上，这些新型金融业态当中，如果没有被明确划

归“一行三会”进行垂直监管，则统统划归地方政府来进行分权化的日常监管。而且，十八

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置责任”，地方政府在这些中小

型地方金融机构和新型金融机构的监管上，承担了越来越多的责任。甚至一些监管责任“明

确”的传统金融机构，一旦发生风险，出于维稳考虑，地方政府也往往被动承担风险处置的

主体责任。 

 

 

五、结语 

在本文我们综述了政府干预金融的主要动机和后果，特别是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的干

预。我们主要基于地方政府和官员围绕经济增长开展的晋升锦标赛的政府间竞争机制、财政

分权改革导致地方财政资源不足，进而促使地方政府干预辖区金融的金融财政化机制，以及

地方政府金融干预之手和中央政府金融监管之手互动的金融央地关系机制等三个角度来理

解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干预的逻辑。 

当然，虽然现有文献已经对地方政府干预地方金融进行较为充分的研究，但仍有一些主

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从宏观角度而言，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机构干预产生的宏观后果，值

得进一步深入研究。例如地方政府对地方银行的干预可能会妨碍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机制，

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独立性。从微观角度而言，地方金融机构在地方政府干预下，信贷

投放、风险特征有何规律也可以进一步梳理。例如政府干预下的信贷投放的领域、行业呈现

的规律；地方金融机构信贷风险的规律等等。此外，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目前关于“地方

金融”的研究，仍然只能限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等“传统”金融机构，而对于小额贷款公司、

担保公司、商业保理、典当、互联网金融等新兴金融机构和准金融机构，则考察较少。而这

又是最该加强研究的金融机构，因为在目前监管体制下，这些新兴的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

正是划分给了地方政府来监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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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5 年《商业银行法》修订后，存贷比由法定监管指标转变为流动性风险监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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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20 years, the financial expansion in China is very remarkable, and many loc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city commercial banks, county banks and so on, been established. 

In Chinese type regionall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 system, the interven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on the financial expansion and loc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for us to understanding the pattern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this paper, we mainly 

review the follow literatures: promotion pournament around economic growth, the insufficient of 

local government financial resources due to the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reform,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nancial interven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financial regulation of central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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